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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社会生态评价有助于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采用生态系

统净初级生产力、景观生态指数等指标对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进行

评价，以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为指标，对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１）生态效果：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自然

保护地的 ＮＰＰ 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立后 ＮＰＰ 下降趋势有所减缓。 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形态复杂化。 草地、农

田、城镇等人类主导景观斑块空间集聚性增强。 除部分偏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减小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人为活动扰动依然较

强。 其中，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降，自然景观得到一定恢复；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
产用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优势度进一步增大，生态压力加大。 ２）社会经济效果：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农业

产值总量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但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高于生态功能区。 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都有

增加，人口密度生态功能区增加更显著，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增加更显著。 今后，对自然保护区要强化管理、控制人类活

动，对生态功能区要着力缓解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冲突，提高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针对性，探索保护地自然资源持续

利用与切实保护相协调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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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ＰＡｓ）指为了实现在生物、地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目标，通过法律法

规等手段设定、管理，具有明确的地理范围的受保护性区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社区

生计的重要政策工具［１］。 近几十年来，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积增长快，但保护效果不显著，许多保护地面临

资金不足、管理不到位、生态退化的困境［２］，因此保护地效果评价愈显重要［３］。 国际大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
的保护地管理效果评价框架包含背景、规划、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等 ６ 要素［４］。 采用 ＩＵＣＮ 框架对厄瓜多

尔南部自然遗产地（ＰＡＮＥ）、森林保护地（ＡＢＶＰ）、私人保护区（ＰＲ）等 ３ 类自然保护地评价发现：ＰＡＮＥ、ＰＲ
的保护效果优于 ＡＢＶＰ，主要是资源获得性差异所致，从规划、投入、影响力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５］。 但 ＩＵＣＮ
评估框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注重对管理过程及产出的评价，对保护地的生态、社会经济效果综合评价仍在探

索中。 采用 ＳＰＯＴ ＮＤＶＩ 残差趋势法比较了保护前后的草地长势变化［６］。 采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巴西塞拉多地

区 ２６ 个自然保护地的土地类型转移减缓率量化了生态保护效果［４］。 从问题识别出发，提出一个整合保护地

设计、管理和生态完整性的保护地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景观连通性、栖息地适宜性、景观破碎度和人为扰动等

方面量化生态完整性［７］。 随着保护投入增大、基础设施改善，保护地周边的人口增长较快［８］，保护地与周边

社区的关系及社会经济效果评价逐渐得以开展［９］。 采用渔业生产、渔民福利、生态系统健康等指标，对全球

１２ 个大型海洋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生态效果做了评价［１０］。 根据保护地性质和功能，ＩＵＣＮ 自然保护地可分为

两类，Ｉ⁃ＩＶ 类为严格保护型保护地，Ｖ⁃ＶＩ 为多功能型保护地［４］。 针对不同的管理目标和国情差异，应建立不

同类型保护地的管理效果评估指标体系［１１］。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自然文化遗产、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别保护海岛等组成的保护地体系，
构建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等生态保护红线体系［１２］。 我国自然保护区属于严

格保护型保护地，生态功能区属于多功能型保护地，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有所不同。 自然保护区［１３］、生态功

能区自然本底较差［１４］，生态改善不明显［１５］。 自 ２００５ 年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三江源草地退化减缓，但因社区

生计单一，草地压力仍较大［１６］。 青藏高原既是典型高寒生态脆弱区［１７］、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１８］，又是

亚洲水塔［１９］，以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本底脆弱、幅员辽阔、功能重要，评价自然保护

地的社会生态效果具有重要理论和管理意义。 本文构建了包括时序 ＮＰＰ、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景观生态指数、人口密度、
人均农业产值等在内的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和羌塘高原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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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功能区等两类自然保护地的比较，自然保护地建立前后的比较，对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做了综

合评估，为高寒地区自然保护地优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羌塘高原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昆仑山脉以南、东迄 ９１°Ｅ、西止国境线、面积 ６０ 万 ｋｍ２的高

原内流区，属西藏自治区的那曲、阿里两地区管辖［２０］。 羌塘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１９９３ 年，２０００ 年升级为国家

级，是以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特大型国家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边界清晰，实验区、
核心区、缓冲区功能分区明确。 保护区管理局、管理分局、管理站三级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在岗管护员

７８０ 名［２１］。 同时，藏西北羌塘高原是 ２５ 个国家生态功能区之一，涵盖班戈、尼玛、革吉大部及日土、改则、双湖

南部（图 １）。 ２００８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开始试点［２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６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年均 ４３００ 万元（表 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生态工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等方面。

表 １　 羌塘高原主要自然保护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自然保护地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主导功能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分布县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设立年份
Ｙｅａｒ

年均投入
Ｉｎｐｕｔ ／ 万元

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９．８

野生动物多样性
及荒漠生态系统
保护

日土、改则、双湖
大部 及 革 吉、 尼
玛、安多北部

１９９３ 省 级， ２０００
年升国家级

３０００

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ｓｔｅｐｐｅ⁃ｄｅｓｅ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１７．９∗
生态环境保护及
牧 区 社 会 经 济
发展

班戈、尼玛、革吉
大部 及 日 土、 改
则、双湖南部

２００８ 年生态转移
支付开始试点

４３００

　 　 ∗ 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４６ 号，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涵盖了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 为

便于比较分析，将自然保护区从生态功能区中扣除，使二者互不包含

２．２　 生态效果评价

（１）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１７Ａ３Ｈ ５００ｍ ＮＰＰ ［２３］时间序列数据，在国家自然保护

区、生态功能区各布设 ７ 个样方 （图 １）。 样方大小为 ３０×３０ 栅格，相当于 １５ｋｍ×１５ｋｍ。 样方尽可能选在地带

性植被地区，以弱化生态本底的影响。 在 ＴｉｍｅＳＡＴ［２４］中提取历年保护地样方尺度的 ＮＰＰ 值。 每个样方理论

上有 ９００ 个栅格点（含有部分非植被点，主要指 ＭＯＤ１７Ａ３Ｈ 数据中值为 ３２７６２（城镇）、３２７６３（淹水地）、３２７６４
（永久冰雪地）、３２７６５（裸地）、３２７６６（水域）、３２７６７（背景值）的格点），以剔除非植被点外的有效格点数 ｎ ｊ为

权重，求 ７ 个样方的 ＮＰＰ 加权平均值作为保护地的 ＮＰＰ 均值（公式 １）。 计算获取历年羌塘自然保护区、生态

功能区的 ＮＰＰ 均值，图 ２ 显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两类自然保护地的 ＮＰＰ 时间序列。

ＮＰＰ ｉ ＝
∑

７

ｊ ＝ １
ｎ ｊ·ＮＰＰ ｊ

∑
７

ｊ ＝ １
ｎ ｊ

（１）

ＮＰＰ ｉ为第 ｉ 年某自然保护地的 ＮＰＰ 均值，ＮＰＰ ｊ为第 ｊ 个样方的 ＮＰＰ 均值，ｎ ｊ为第 ｊ 个样方中的有效格

点数。
（２）生态景观指数：采用欧空局（ＥＳＡ） ＣＣＩ⁃ＬＣ ３００ｍ 土地覆被时序数据［２５］，在生态景观格局分析模型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中提取了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１５ 年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生态景观指数，分析其变化过

程。 主要生态景观指数包括：景观类型面积比重 ＰＬＡＮＤ 可反映景观类型组成及优势度，斑块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
表征斑块几何形状复杂程度，斑块最邻近距离 ＥＮＮ 表征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连通性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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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羌塘高原主要自然保护地及 ＮＰＰ 样方布设

Ｆｉｇ．１　 ＮＰＰ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映景观斑块物理连通程度，景观多样性 ＳＨＤＩ 反映景观类型的多样化程度。 公式如下：

ＰＡＦＲＡＣ ＝ ２·
ｎｉ∑

ｎ

ｊ ＝ １
ｌｎｐｉｊ

２ － （∑
ｎ

ｊ ＝ １
ｌｎ ｐｉｊ）

２

ｎｉ∑
ｎ

ｊ ＝ １
ｌｎ ｐｉｊ·ｌｎ ａｉｊ － ∑

ｎ

ｊ ＝ １
ｌｎ ｐｉｊ·∑

ｎ

ｊ ＝ １
ｌｎ ａｉｊ

（２）

ＰＡＦＲＡＣ 为斑块分维数，ａｉｊ为斑块 ｉｊ 的面积（ｍ２）， ｐｉｊ为斑块 ｉｊ 的周长（ｍ）， ｎｉ为第 ｉ 种景观类型中的斑块

数量。 １≤ＰＡＦＲＡＣ≤２，ＰＡＦＲＡＣ 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 当斑块数 ｎｉ＜ １０ 或所有斑块形状相同时 ＰＡＦＲＡＣ
无意义（表示为 Ｎ ／ Ａ） ［２６］。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１ －
∑

ｎ

ｊ ＝ １
ｐ∗
ｉｊ

∑
ｎ

ｊ ＝ １
ｐ∗
ｉｊ ·

　
ａ∗
ｉｊ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１ － １
　 Ｚ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１００ （３）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为景观连通性，ｐｉｊ
∗为以栅格数表示的斑块 ｉｊ 周长，ａｉｊ

∗为以栅格数表示的斑块 ｉｊ 的面积， Ｚ
为景观栅格总数。 ０＜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１００，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越大，景观连通性越大。 　 　 　

ＳＨＤＩ ＝ － ∑
ｍ

ｉ ＝ １
（Ｐ ｉ·ｌｎＰ ｉ） （４）

ＳＨＤＩ 为香农多样性指数，Ｐ ｉ为第 ｉ 种景观类型的比重，ＳＨＤＩ≥０。
２．３　 社会经济效果评价

选取人口密度、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２ 指标，在县域尺度基于统计数据对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效果进行

评价。 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县域相应指标按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功能区进行比较；２）对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功能区

建立前后进行比较。 ＮＰＰ０、ＮＰＰ１ 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ＮＥＡ０、ＮＥＡ１ 为国家生态功能区建立前、后。
自然保护区代表性县为双湖、改则和日土，生态功能区代表性县为班戈、尼玛和革吉。 在 ＳＰＳＳ 中采用独立样

本 Ｔ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等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２７］。 人口密度采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５ 年县区人口

总数、总面积计算，历年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简为人均农业产值，ＰＡＶ）采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６ 县的农林牧渔

业产值、２０１５ 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计算。 其中县区人口总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产值来

自历年西藏统计年鉴，县域面积根据西藏政区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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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３．１　 自然保护地生态效果

３．１．１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变化

　 　 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羌塘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生态功能区近 １６ 年、７ 个样方的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均值差异进行 Ｔ 检验，发现羌塘自然保护区 ＮＰＰ 均值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α ＝ ０．０５），且自然保护区

的 ＮＰＰ 仅相当于生态功能区的 ８５％。 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ＮＰＰ 年均增长率为－１．９％。
羌塘生态功能区建立前（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ＮＰＰ 年均增长率为－４．０％，生态功能区建立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ＮＰＰ
年均增长率为－０．４％（表 ２）。 可见，近十年来，羌塘自然保护地的 ＮＰＰ 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

立后 ＮＰＰ 下降趋势有所减缓。

图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羌塘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样方尺度 ＮＰＰ 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ＮＰＰ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ＮＮ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国家自然保护区； ＮＥ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国家生态功能区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样方尺度 ＮＰＰ ／ （ｇ Ｃ ｍ－２ ａ－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ＰＰ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ｃａ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自然保护地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ＮＰＰ 均值∗

ＮＰＰ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ＮＰ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保护地建立前
ＮＰＰ 年均增长率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Ｐ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保护地建立后
ＮＰＰ 年均增长率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ＰＰ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国家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ＮＮＲ） １１２ ６１．２ ３５．３ ２０００ 年前：无数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１．９％

国家生态功能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Ａ） １１２ ７２．１ ４５．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４．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０．４％

　 　 ∗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

７４７８　 ２３ 期 　 　 　 徐增让　 等：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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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自然保护地生态景观变化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羌塘自然保护区生态景观变化：按照“三生”空间划分原则［２８］，羌塘高原生态用地包括冰

川雪地、裸地、稀疏植被、灌丛、森林及水域，生产用地包括草场及农田，生活用地包括城镇用地。 自然保护区

的主导景观类型为生产用地中的草地，其次为生态用地中的裸地，生活用地比重极小。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生态

用地由 ３６％增加到 ３８％，生产用地则由 ６４％下降到 ６２％。 草地斑块数由 ９６２０ 个增加为 １１４０１ 个，斑块平均

粒度由 ２０２３ｈｍ２缩小为 １６５３ｈｍ２。 １０ 种景观类型（图 ３）总斑块数由 ５１９７８ 个增加为 ５６００４ 个，斑块平均粒度

由 ５８９ｈｍ２缩小为 ５４６ｈｍ２（表 ３）。 景观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 由 ０．９７９ 增加为 １．０１５。 景观尺度的斑块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 由 １．４７２ 增加到 １．４９９，除水域外，其它景观类型的斑块 ＰＡＦＲＡＣ 均增加。 景观尺度的空间最邻近距

离 ＥＮＮ 由 １２５６ｍ 下降到 １２０３ｍ，其中，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的生态景观［２９］ 的 ＥＮＮ 下降明显，反映了

人类活动的集聚性增加；而冰川雪地的 ＥＮＮ 显著增加，印证了冰川退化的趋势。 景观连通性 ＣＯＨＥＮＳＩＯＮ 略

下降。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降，反映了自然生态得以一定的恢复；景观破碎度增

加、斑块几何形态复杂化，反映人为活动影响依然较大。

图 ３　 基于 ＥＳＡ 土地覆被数据的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景观类型（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２０１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Ａ ＣＣＩ＿Ｌ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羌塘生态功能区生态景观变化：生态功能区的主导景观也为草地和裸地，城镇用地比重极

小。 生态用地由 ２０．９％下降到 ２０．４％，生产用地则由 ７９．１％增加到 ７９．６％，尤其是草地面积比重由 ７７．５％增加

到 ７８．２％。 城镇用地面积明显增加，比重达 ０．０１‰。 草地斑块数由 ２３７３ 个增加为 ２７０７ 个，斑块平均粒度由

６０５６ｈｍ２缩小为 ５３５６ｈｍ２。 １０ 种景观类型总斑块数由 ３１１９９ 个增加为 ３２２４５ 个，斑块平均粒度由 ５９４ｈｍ２缩小

为 ５７５ｈｍ２。 景观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 由 ０．８４１ 下降为 ０．８２６。 景观尺度的 ＰＡＦＲＡＣ 由 １．４５１ 增加到 １．４８７，除过

水域外，其它景观类型的斑块 ＰＡＦＲＡＣ 也都在增加。 景观尺度的 ＥＮＮ 由 １４３９ｍ 下降到 １３９３ｍ，其中，草地、
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的土地利用类型的 ＥＮＮ 下降明显，反映了人类活动的集聚性增加。 景观连通性

ＣＯＨＥＮＳＩＯＮ 略下降，但灌丛和稀疏植被景观连通性提高。 仅部分偏远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影响较小，
以自然恢复为主。 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产用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的比重增加较多，其景观优

势度增强，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景观集聚性增强。
３．２　 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效果

３．２．１　 自然保护地的人均农业产值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自然保护区人均农业产值均值为 １１４０４．４ 元、生态功能区为 ６６８３．７ 元。 经独立样本 Ｔ 检

８４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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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大于生态功能区（α＝ ０．０１）（表 ４）。 自然保护区的人均农业产值为生态功

能区的 １．７ 倍，但其农业产值总量仅为生态功能区的 ３ ／ ４。 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羌塘，自然条件严酷、人口稀少、
社会经济欠发达；而生态功能区位于南羌塘，是传统牧区，人口相对稠密，虽人均农业产值较低，但农业产值总

量较大。

表 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景观特征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ｉｎ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９９２ 年

国家自然保护区 ＮＮＲ 国家生态功能区 ＮＥＡ

景观指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景观类
型面积

ＣＡ ／ ｈｍ２

斑块平
均面积

ＰＡ ／ ｈｍ２

斑块最
邻近距离
ＥＮＮ ／ ｍ

斑块
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

斑块
连通性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景观类
型面积

ＣＡ ／ ｈｍ２

斑块平
均面积

ＰＡ ／ ｈｍ２

斑块最
邻近距离
ＥＮＮ ／ ｍ

斑块
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

斑块
连通性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景观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３０５８９６１４ ５８９ １２５６ １．４７２ ９９．９ １８５３５７９７ ５９４ １４３９ １．４５１ ９９．９

冰川雪地 Ｓｎｏｗ＿ｉｃｅ ４３１７８４ １９１１ ２６０２ １．３１ ９７．１ １７２１９７ ２４４ １４０８ １．３８４ ９２．２

裸地 Ｂａｒｅ＿ａｒｅａｓ ８５３２５６７ ４１３ ９０２ １．５０６ ９９．４ ２３６６１２７ １８４ １０１８ １．４８１ ９６．５

稀疏植被 Ｓｐａｒｓ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９５４４７７ ７１ １２４２ １．４８８ ８０．４ ２９２９５０ ５５ １５６４ １．４４９ ７１．７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２４１６３２ ８６ ２１１０ １．４９４ ８４．４ ３０４６５９ ９３ １７５８ １．４９５ ８７．２

灌草丛 Ｓｈｒｕｂ＿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５２３５３ ４０ ３４４４ １．４７７ ６４．３ ５８５３６ ７３ ３５５４ １．４１２ ７９．１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９４６１７０８ ２０２３ ７９６ １．４６４ １００ １４３７０９０３ ６０５６ ７４６ １．４５７ １００

林地 Ｔｒｅｅ＿ｃｏｖｅｒ １１７ ２９ ２０６７１ Ｎ ／ Ａ ５３．８ １８ １８ Ｎ ／ Ａ Ｎ ／ Ａ ２９．３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７８４０９８ ５３１ ３３４５ １．２４５ ９４．３ ６７６４１３ ９９５ ３４９２ １．２２９ ９６．３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１３０８１５ ５２ ２２６３ １．４８８ ７５．７ ２９３９１３ ５６ １７５４ １．４４４ ７４

城镇 Ｕｒｂａｎ ６３ １１ １１６０５９ Ｎ ／ Ａ ８．７ ８１ １６ １２６２０７ Ｎ ／ Ａ ２８．８

２０１５ 年

景观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３０５９２０６２ ５４６ １２０３ １．４９９ ９９．８ １８５３５１１３ ５７５ １３９３ １．４８７ ９９．９

冰川雪地 Ｓｎｏｗ＿ｉｃｅ ４３４３２２ ２００１ ３４６６ １．３２７ ９７．２ １７１２９７ ２３３ １２７６ １．３９５ ９２．２

裸地 Ｂａｒｅ＿ａｒｅａｓ ８８８１４３４ ４３１ ８９４ １．５２６ ９９．４ ２２５１２４２ １７５ １００８ １．５１７ ９６．３

稀疏植被 Ｓｐａｒｓ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１１１７３５９ ７３ １１３９ １．５２７ ８３．７ ２８６７４９ ５０ １４５５ １．５１６ ７２．８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２４３２３４ ８２ １９８２ １．５０６ ８４．３ ３１２７１４ ９２ １７４８ １．５１６ ８７．９

灌草丛 Ｓｈｒｕｂ＿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５２７４０ ３８ ３１９５ １．４８６ ６３．６ ５８６９８ ６９ ３２８８ １．４３７ ７７．９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８８４２５８９ １６５３ ７８８ １．５０６ ９９．９ １４４９９０５４ ５３５６ ７３３ １．４８４ １００

林地 Ｔｒｅｅ＿ｃｏｖｅｒ １２６ ３２ ２０６３２ Ｎ ／ Ａ ５１．５ １８ １８ Ｎ ／ Ａ Ｎ ／ Ａ ２９．３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８８７５５３ ６３２ ３５３４ １．２３２ ９５ ７０２７１１ １１０８ ３８１９ １．２０２ ９６．３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１３２６５１ ４９ ２１８２ １．５１５ ７５．１ ２５２４４１ ４７ １６６６ １．５２ ７２．３

城镇 Ｕｒｂａｎ ５４ ９ ９８９４９ Ｎ ／ Ａ ０ １８９ ２４ ８６１３０ Ｎ ／ Ａ ４４．９

表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自然保护地人均农业产值 Ｔ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ｓｃａ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自然保护地
ＰＡｓ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农业产值 ／ （元 ／ 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农业产值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ｅ

农业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代表性县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ＮＮＲ ６４ １１４０４．４ ７９７７．４ １７０２５ 双湖、改则、日土

ＮＥＡ ７８ ６６８３．７ ４３３９．９ ３９０７４ 班戈、尼玛、革吉

　 　 ＮＮＲ 代表国家自然保护区、ＮＥＡ 代表国家生态功能区；∗∗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１

自然保护地建立后人均农业产值显著增大。 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人均农业产值由 ５０００．１ 元显著增加到

１７０５５．２ 元，生态功能区人均农业产值由 ４９４１．８ 元显著增加到 １０６０２．８ 元（α＝ ０．０５）。 保护地建立以前自然保

９４７８　 ２３ 期 　 　 　 徐增让　 等：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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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均农业产值没有显著差异 （表 ５）；保护地建立后人均农业产值普遍增加，尤其是自然

保护区人均农业产值增加更显著（图 ４）。

表 ５　 自然保护地建立前后人均农业产值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ｕｎｃａ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分组（年份）
Ｇｒｏｕｐ（Ｙｅａｒ）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农业产值 ／ （元 ／ 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农业产值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ＮＮＲ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３０ ５０００．１ａ ３３５７．５

ＮＮＲ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３４ １７０５５．２ｃ ６４３４．３

ＮＥＡ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５４ ４９４１．８ａ ２６２７．１

ＮＥＡ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２４ １０６０２．８ｂ ４８９９．１

　 　 ∗不同小写字母指不同组间均值不同，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

３．２．２　 自然保护地的人口密度

１９８８—２０１５ 年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均值为 ０．１３３ 人 ／ ｋｍ２，生态功能区为 ０．３８９ 人 ／ ｋｍ２，生态功能区显著

高于自然保护区（α＝ ０．０１）（表 ６）。 自然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有不同程度增加。 自然保护区建立前人口

密度为 ０．１２２ 人 ／ ｋｍ２，建立后人口密度为 ０．１４２ 人 ／ ｋｍ２，增加不显著。 生态功能区建立前人口密度 ０．２５４
人 ／ ｋｍ２，建立后为 ０．６９４ 人 ／ ｋｍ２，增加显著（α＝ ０．０５）（表 ７，图 ４）。

表 ６　 １９８８—２０１５ 年自然保护地县级尺度人口密度 Ｔ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自然保护地
ＰＡｓ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ＮＲ ５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９

ＮＥＡ ７８ ０．３８９ ０．３３２

　 　 ＮＮＲ 代表国家自然保护区、ＮＥＡ 代表国家生态功能区；∗∗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１

表 ７　 自然保护地建立前后人口密度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ｕｎｃａ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分组（年份）
Ｇｒｏｕｐ（Ｙｅａｒ）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人口密度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ＮＲ０（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２６ ０．１２２ａ ０．０３７

ＮＮＲ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３３ ０．１４２ａ ０．０３９

ＮＥＡ０（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５４ ０．２５４ｂ ０．０５３

ＮＥＡ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２４ ０．６９４ｃ ０．４７２

　 　 ∗不同小写字母指不同组间均值不同，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

４　 讨论

藏北高原是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近 ３０ 年来以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为主要形式的保护地体系逐步

建立。 自然保护地评价是检验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１１］。 受气候变化［３０］、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３１⁃３２］，自
然保护地生态社会效果评估的不确定性较大。

１）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及管理有效性。 本研究显示 ２０００ 年以来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景观破碎度增

加，ＮＰＰ 呈下降趋势。 羌塘自然保护区生态用地比重增加，自然生态得到一定的恢复；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

比重下降、生产用地比重增加，人类活动强度加大；同时草地、农田及城镇等人类主导用地的集聚性增强，这一

方面使得局地人类活动影响加大，另一方面可能有利于区域尺度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控制。 据对 １９８２—２００９
年 ５ｋｍ ＮＰＰ 数据分析，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年）ＮＰＰ 呈下降态势［１３］。 比较若尔盖湿地国家

０５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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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建立前后人均农业产值、人口密度

Ｆｉｇ．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

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１９７５—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发现，湿地面积缩减，灌丛、草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大斑块面积缩减趋势减缓，斑块连通性降低趋势减缓，景观破碎化趋势减缓，取得一定保护成效［３３］。

２）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发展及政策干预。 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羌塘，自然条件严酷、人口稀少、社会经济

欠发达，但人均农业产值高，对部分牧民具有吸引力，生态风险仍然不小。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是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又是传统牧区，人口密度较高，生态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发展机会［３４］，导致人均农业

产值较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应该继续完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生态补偿体系。
３）社会生态综合评价仍具有挑战。 自然保护地评价应该从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把自然过程与

人文过程相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３５］，融合大数据、空天地一体化等新技术，实现生态环境多要素、多
尺度、全过程的监测模拟，为综合评价提供数据支撑［３６］。 实际上，社会生态综合评价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是

自然生态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时空尺度不匹配，且早期数据精度较低。 随着技术进步，年度 ３００—５００ｍ 栅格

数据甚至更高时空精度的生态环境数据日渐丰富，但社会经济数据仍为年度县域统计数据，目前乡级统计数

据的可获得性仍较差，遑论更精细的统计单元。

５　 结论

自然保护地一般都是生态本底脆弱、生态功能重要、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保护地建立后的生态、社会

经济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本文采用植被初级生产力、景观生态指数等指标对羌

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进行评价，以人口密度、人均农

业产值为指标，对其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价。 发现：１）自然保护地生态效果：自然保护地的 ＮＰＰ 呈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立后 ＮＰＰ 下降趋势有所减缓。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

降，自然景观得到一定恢复；同时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形态复杂化。 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产用

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优势度进一步增大，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活动主导型景观集聚性增强。 除部分偏

远地区人类影响减小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人为活动扰动依然较强。 ２）自然保护地社会经济效果：自然保护

区人口密度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有所增加，尤其生态功能区人口密度增加更显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农业产值总量自然保护区小于生态功能区，但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大于生态功能区。
保护地建立后人均农业产值增加，尤其是自然保护区人均农业产值增加更显著。 今后，对自然保护区要强化

管理、进一步控制人类活动，对生态功能区要兼顾自然保护与居民生计的多功能性，明晰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

支付的针对性，探索保护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与切实保护相协调的新途径。

１５７８　 ２３ 期 　 　 　 徐增让　 等：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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